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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的“藏书楼”研究∗

———对藏书史和图书馆史中若干概念与方法的审思

□孙岩

　　摘要　中国藏书史研究已有百年的积淀,既取得了大量成就,也存在诸多问题,亟需对一些

概念和方法进行重审.文章首先揭示“藏书楼”与“图书馆”术语在近现代被双向建构的过程,理

清了前者的指涉和层次.其次,反思藏书史、图书馆史既有研究的局限所在,提出应结合“公私”
“政教”等传统政治史、文化史中的核心议题以及数字人文的方法,拓展研究视域和呈现方式.最

终落脚于让书籍和藏书楼研究“鲜活”起来,借此认识中国文明传承的政治、文化底色及其价值和

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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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在今天已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各

大文明在历史中对藏书的理解与实践不尽相同.中

国具有悠久的藏书传统,相对完备的藏书机构始于

周代,老子即曾任“周守藏室之史”[１].秦汉及其后

的王朝承续并发展了这一官藏制度,使之成为历代

政权自居文化正统的重要象征.伴随着唐宋以降地

方文教建设与书籍文化的发展,各类藏书活动也得

以渐次扩散.曹培根曾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藏书研

究的概况[２],刘娇娇、何朝晖则对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

藏书史的新成果进行了系统阐述[３].本文不再进行

综述,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讨论.作为一种文化

的载体,藏书楼不仅是我们了解古代文化及文明传

承的重要论域,也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自主话语和

特色图书馆体系的本源所在.因此,本文拟重审“藏
书楼”和“图书馆”等概念的生成与指涉,反思藏书

史、图书馆史既有研究理路的局限所在,尝试提出破

解路径,推进对相关问题的探究.

１　“图书馆”的古代镜像:重审“藏书楼”的指涉与

层次

“藏书楼”和“图书馆”是藏书史及图书馆学界的

核心概念,但二者本身经历了多重的建构过程,既关

涉中西之间的“权势转移”,又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与

政治变革紧密相关.

１．１　“藏书楼”的古代意涵与近代建构

人们惯用的“藏书楼”无法准确地统摄古代的藏

书处所.因为古代各类藏书空间的名称纷繁芜杂,
在同类机构中也多有差异.如明清府州县学的藏书

处所便有“书库”“典籍库”“崇文阁”“尊经阁”等名.
“书库”“典籍库”通常设于狭小的库房中,只能满足

最低层次的贮书需求,在空间上并非“楼”,在功能和

文化意涵上也无法与真正的藏书楼/阁相提并论.
至于宋以降逐渐出现的“御书”“尊经”等楼阁,系指

两层及以上的阁楼式藏书建筑,其名称已不仅是一

种符号标记,更是文化与权力的反映.尽管书库与

尊经阁等阁楼在藏书的核心功能上相似,但若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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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藏书楼”称之,不仅会误将“库”当作“楼”,造成

语义和研究上的多重分歧,而且化约了它们在空间、
功能和政治、文化意涵上的差异,容易遮蔽这些问题

背后鲜活的历史内容.
由于“藏书楼”的意涵并非不言自明,故有必要

重审以下问题.
(１)“藏书楼”术语的源头与指涉.程焕文曾指

出,“藏书楼”不可作为中国古代藏书处所的通称,因
为它完全是一个“近代化”的名称,“它的产生和流行

是晚清西学东渐的结果,尤其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

西式图书馆和中国人创办近代图书馆的结果”[４].
“藏书楼”用法的泛化固然是近代的产物,但该术语

本身亦有历史渊源.据江向东考证,“藏书楼”之名

至迟出现在南宋,发源于地方学校的设置[５].南宋

时期的扬州州学藏书楼便是作为独体建筑出现,其
“层楼杰出其上”,故称“楼”[６].“藏书楼”必然异于

书库,否则既无需单独营造,也不必撰文以昭郑重.
总体上,宋元时提到“藏书楼”的文献有限,明清两代

虽有增多,但同样主要是指地方官学的藏书楼阁,仅
在少数情况下被用来概称私家藏书建筑.在地方官

学中,“藏书楼”的使用也远不如“尊经阁”普遍①.
因此,虽然“藏书楼”在宋代就已出现,且有区别于书

库、书室等一般藏书处所的意义,也偶有近代以来

“藏书楼”术语的泛指意涵.但它主要用于指代地方

学校的藏书建筑,与尊经阁和各类私人阁楼名称相

比,“藏书楼”仅具有边缘性的地位.
(２)“藏书楼”概念的流行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藏书楼”与“图书馆”含义的重塑都是晚清西学东渐

的产物.起初人们转译“Library”(图书馆)时,指向

并不明晰,常以“书馆”“书楼”等中国原有的词汇翻

译②.但这些名称既不能区别出西方“Library”的特

殊所在,也无法提供一种语义明晰的近代化指向.
于是,融汇新旧的“图书馆”一词脱颖而出,并在清末

新政以后逐渐普及.需注意的是,当概念从一种语

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
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７].这种

“跨语际”转换不仅使“图书馆”在中国被逐层附上了

公开、共享等“现代”属性,更反向重塑了“藏书楼”一

词的内涵.因为不论是“Library”还是“Bibliotheque”
(均作“图书馆”),在西方本无古今之别,中世纪及以

前的藏书处所亦是以此为名.在中国,转译来的“图
书馆”与“火车站”“博物馆”相似,构成了一套有别于

传统的现代化词汇.“图书馆”也由此成为近现代基

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以及人们希冀广开民智、唤
醒中国的重要媒介.

当时人们批判古代藏书楼重藏轻用、私而不公,
也是在建设现代图书馆的浪潮下定格的.如杜定友

曾说“盖古之藏书者,皆以保存珍储为专责,故虽琳

琅满架,不免藏石之讥.有消极的保全,而无积极地

运用.与乎今之图书馆之意义,大相径庭”[８].图书

馆学家刘国钧也曾“以书籍为公有而公用之”区分近

代图书馆与昔日之藏书楼[９].人们为了区别出现代

“图书馆”,回溯古代,并以“藏书楼”这一化繁为简的

术语统括各类藏书机构,最终使得古代藏书楼与近

代图书馆成了互为镜像的主体.
一方面,“藏书楼”映射出了“图书馆”的古代形

态,代表着历史的延续.梁启超等早期引介西式图

书馆的学人,多肯定古代“藏书楼”的价值与转换可

能.比如在清末各地创设公共图书馆的运动中,广
东士绅认为各地的尊经阁“名义与图书馆为近”,决
定“以各府厅州县学宫内原有之尊经阁改为图书

馆”[１０].人们相信,一旦国人接受新的理念,“藏书

楼”也能变成现代图书馆,我国的图书馆学事业也得

以向前追溯,并在中国悠远的历史文化中得到定位.
另一方面,“藏书楼”进一步彰显了“图书馆”的

现代特性,二者内含封闭、落后与开放、先进的二元

预设.伴随着五四运动后对传统的批判以及图书馆

学的发展,封闭的“藏书楼”逐渐成了与清朝闭关落

后形象一脉相承的历史符号,“图书馆”则关联着公

共、先进等要素,被嵌入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建构当

中.因此,“藏书楼”既有其历史语义,也经历了晚清

以来被构建的过程.我们必须注意两者背后的意义

生成过程,勾勒其中蕴藏的社会变迁图景,如此才能

避免踏入诸多误区.

１．２　“藏书楼”术语的边界与层次

如今“藏书楼”已长期作为“图书馆”的古代镜像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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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以之泛指中国旧式的藏书机构未尝不可,但
泛化使用难以避免前述的一些预设和歧义,必须在

运用时先行界定,同时要能区分出“藏书楼”本身具

有的层次之别.
本文主张从特指的维度使用“藏书楼”.因为在

古今语境下,“楼”都是藏书楼区别于其他藏书处所

的特征.一般只有两层及以上的单体建筑才被称作

“楼”,部分具有政治、文化地位的,或是被赋予特殊

意涵的建筑,则会以“阁”来彰显其尊.如“四库七

阁”以及府州县学中的尊经阁,均有文化正统的指

向,它们与各类书院和私家大院中以“楼”“阁”为名

的单体藏书建筑才属于“藏书楼”.不少士绅家中有

藏书室,但未必有“楼”,研究时只能以“藏书”或“藏
书处所”论之.因为藏书楼比一般的藏书处所具有

更独特的空间架构与文化意涵,在藏书之外还有建

筑形制、经费筹集、工程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命名、
装饰、空间利用、日常活动和文化权力的塑造等

内容.
此外,根据不同藏书建筑的性质、功能与归属情

况,大体可将中央设立的藏书楼阁归为上层的藏书

楼.如清代的“四库七阁”、明代的文渊阁、元代的奎

章阁、宋代的太清楼等,它们与王朝正统性的建构等

问题相关.著名的天一阁、过云楼等士大夫的藏书

建筑,数量众多,并且在藏书楼建设和功能利用等方

面均具有个人性质,属于私家层面的藏书楼.至于

明清时期广泛分布的府州县学尊经阁与书院藏书建

筑,介于中央与私家之间,属于中层的藏书楼,与之

相关的工程建设、藏书活动、仪式、象征等内容,呈现

出鲜活的社会图景,有助于审视明清文化史中的诸

多问题[１１].许多寺观“藏书楼”同样具有中层性质,
内容关涉僧俗和官绅的多元互动与权力整合等

等①.当然,皇家寺观更接近上层的藏书楼,而中层

的尊经阁则同样关涉朝廷文教正统的建构.即使是

私家藏书楼,也不免在清廷修书、禁书的规训下与皇

权发生关联.正是这种多层次的互动关系,蕴藏着

藏书楼议题的鲜活面相.
以往的藏书楼研究从属于藏书史的框架,两者

虽有交叠,但均有彼此无法涵盖的内容.藏书是一

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即便没有建立藏书楼,也有大量

与藏书相关的问题值得探讨.而藏书楼往往既包含

人们藏书的务实考量,也关涉文化象征的建构等问

题,蕴藏着历史学、图书馆学、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等

多学科的内容,绝非单一的藏书维度所能统括.这

是因藏书楼也有“活”的一面,它蕴藏着人们的思想

观念与社会活动,是一种既承载意义又生产意义的

空间.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重审过去的研究理路.

２　藏书史研究中的“路径依赖”及其局限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曾针对近代

西方经济演进中的问题,提出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

依赖”(PathDependence)的现象,即一旦人们选择

了某个体制,那么惯性力量会使该体制沿着某种特

定的方向不断自我强化,而无法轻易转变到其他路

径[１２].学术中也有“路径依赖”的现象,每个领域都

有长期形成的规范和理路,不仅有效,且能被反复运

用,可如果我们长期被其支配,便难以跳脱出既有的

问题意识.

２．１　藏书史“路径依赖”的形成与表现

现代藏书史研究结合了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等学

科的方法,主要关注不同藏书机构及藏书家藏书的

数量、内容、版本、流传、保护、价值等方面的内容.
百余年来,人们沿此学术理路整理藏书史料、编排藏

书目录、梳理藏书内容,完成了颇多基础性的研究.
以往学界一般在藏书史的框架中考察藏书楼,而图

书馆史研究同样是以古代的藏书机构与图书分类法

为考察对象[１３].因此,藏书、藏书楼及图书馆史在

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多有交叠,很难相互剥离.为

便于叙述,本节在分析旧有的研究理路时,主要以藏

书史进行统括,在倡导开拓藏书楼的研究时,才对它

们进行一定的区分使用.
新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随着新史料的拓展和学

术理念的更新得以深化.但藏书史几乎未受当代学

术思潮的影响,近年来愈发兴盛的书籍社会史,似乎

也不自觉地在划清与传统藏书史的界限.虽有学者

以新理念研究私家藏书,但成果的数量、范围和深度

尚且有限.
为何近年来兴盛的新书籍史未对藏书史研究产

生显著的影响? 这与该领域的深厚底蕴、关注重心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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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者群体的知识背景相关.明清时已不乏藏书研

究,依托的是传统目录学的路径.２０世纪初,叶昌

炽、叶德辉承袭先辈,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藏书史研

究,为后继者树立了典范与充足的延伸空间.«藏书

纪事诗»不仅形成藏书传记模式,而且集结了丰富的

私人藏书史料[１４].加之乾嘉以降藏书家的活跃,以
及私家藏书在规模和版本上的优势,均使私家藏书

成了学界的焦点.此后人们融合叶昌炽、叶德辉的

路径,逐渐形成一套理路.简言之,即首先阐述藏书

家的生平或某一藏书系统的源流,接着考察其藏书

的内容、种类、版本、管理、利用,最后探讨其藏书的

命运和价值.既然重视以上内容,那么对藏书楼问

题的关注,自然就放在了更具规模和文献价值的中

央藏书与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上.该模式也确实契合

此种问题意识.２０００年以来,藏书史学界不仅收获

了«中国藏书楼»和«中国藏书通史»两部巨著,而且

私家藏书研究也日趋深入,区域藏书史研究蔚为大

观[３].多数研究延续着藏书史的路径,一方面是因

该模式较成熟且仍具价值.另一方面,藏书史研究

者多是文献学、图书馆学等专业出身,不少学者任职

于各地图书馆,其知识结构与工作现实,同样牵引着

他们从上述角度开展研究.这些学者具有突出的专

业知识,但未必接触史学前沿,抑或受制于“路径依

赖”而难以在短期内突破原有的研究理路.

２．２　藏书史研究面临的困境

目前藏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面临以下困境.
(１)与传统政治史、经济史曾遇到的瓶颈相似,

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宏观、静态、游离于历史情境

之外的文本主义藏书史和图书馆史,忽略了藏书和

藏书楼相关活动背后动态的运作过程,从而极大地

忽视了人的活动.尽管不乏对藏书家的考察,但许

多研究更像是藏书家的传记,一项项对藏书家生平、
书目和藏书价值的程式化叙述,致使多数人的个性

和活动被淹没在了模式化的描述当中.在官府和学

校藏书的研究中,更难以看到鲜活的社会活动.人

们往往只是梳理藏书机构的背景、目录、规模、来源、
管理等内容,如同罗列一条条静态的章程.以此种

模式开掘藏书议题不失为积累个案的方法,但这也

造成大量重复性的研究.若不加强研究的整体感和

鲜活性,那么零碎的个案只会变得索然无味,很难发

生质变.
(２)局限于书籍本身,视野和方法亟需开拓.不

少研究就藏书而论藏书,忽视了藏书背后更广泛的

社会文化图景.人们常常只是将政治、经济、文化问

题作为背景介绍,既未将之融通于具体的研究当中,
也没能以藏书回应更加广阔的历史问题.长此以

往,不少学者便失去了从其他角度挖掘深层问题的

敏感度,容易陷入自话自说的境地.
(３)研究重心的失衡.学界对藏书及藏书楼问

题的关注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情况,即重视对

朝廷内府和私家藏书的研究,中层的官学藏书楼和

寺观藏书楼长期受到忽视.近年来,有些学者梳理

了个别地区的官学藏书情况①,但多以描述藏书目

录为主,缺乏深入的分析.其实尊经阁等学校藏书

楼广布于地方社会,其藏书规模和版本价值的确有

限,但这才是各地士子能较多接触的藏书处所,与之

相关的问题恰恰提供了贯通上层政治与地方文教的

切入口.再如,藏书思想和藏书文化研究虽已崭露

头角,但仍处于边缘地位,且不少研究换汤不换药,
仅仅将古人有关藏书的表述提炼为“思想”,并未真

正触及思想文化史的纵深之处.
当然,传统目录学和藏书史的方法仍很重要,没

有那些扎实的基础,许多讨论都会失去前提.但藏

书史研究亟需拓宽视域,西方的新书籍史就是建立

在突破传统书籍、文献研究之上兴起的交叉领域,
“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

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
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

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１５].然而,
具有社会文化史功底的书籍史学者,其研究建立在

另一套理路之下.由于藏书活动多少限制了书籍的

流通,出版史、阅读史则关涉书籍的社会流转与多元

互动,它们是书籍史中令人感到新颖的领域.同时,
书籍社会史是舶来品,印刷业极大推动了欧洲历史

的进步,新书籍史研究自然主要是从书籍的印刷、出
版、流通与阅读入手,视之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相比较下,看似社会性不足的藏书,本就难以获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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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马玉蕻．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学校图书收藏及其特点———以四篇藏书目录为中心[J]．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４):１９２－１９５．陈冠志．明代

江西地方官府藏书事业研究———以各级儒学为考察中心[J]．图书信息学刊,２０１５,１３(２):２９－６６．尚有数篇硕士论文考察了福建、江苏、浙江等

省的官学藏书问题,兹不赘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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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的青睐.
不过,藏书活动其实也颇具社会性,同样具有意

义.要真正使书籍史研究“在地化”,就不能忽视藏

书这一深具中国文化底蕴的领域.书籍社会史虽然

突破了文献学的局限,但它更多是与印刷出版史结

合,并没有为藏书和图书馆史研究带来多少改变.
如何突破旧有的理路,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　藏书楼研究的前景与潜在可能

已有的藏书及藏书楼研究出现瓶颈,主要是因

方法论的长期固化.今后应在开拓史料的同时,结
合传统政治史、文化史的核心议题与数字人文等现

代方法,扩展研究的视域和呈现方式.

３．１　从传统概念中汲取资源:公私、政教等视域与

藏书楼研究的突破

学界熟知的一些概念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我
们应以西方概念为参照而非标准,从中国历史中的

核心概念汲取资源.如“公私”“政教”“文教”等概念

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运作,与藏书楼的发展

及其近代转型也紧密相关,以这些视域切入,有助于

重审学界原有的一些论断,并提供整合性的话语

框架.
首先以“公私”为例.近现代图书馆关联着公

共、开放等要素,即涉及公私观念的中西互动与现代

转化.与日本以国家和机构为公领域之极限不同,
中国古代以“天”“道”为公领域之极限,“公”是具有

普适意义的标尺,“私”在“公”面前则始终是道义性

匮乏的反面[１６](９－１１).这种悠久的“公”本位思维似

乎没给古代藏书楼带来多少公共性,其缘由并不在

于古人重藏轻用、私而不公,而是我们往往不自觉地

以西方的标准裁量中国古代的“公私”问题[１７].如

“公共领域”的出现被视作西方步入现代的标志之

一,中国是否具备此种要素也一度成为了学界着力

的问题.
而人们也习惯以现代标准裁量古代藏书的公私

表征,认为“藏书楼的本质是文献的‘藏’,图书馆的

本质是‘用’”[１８].这就将“藏”的功能与其他职能相

对立,陷入了“古代重私藏———近代重公用”的两极

式预设.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性被视作是现代化的表

现,“封闭”“只为少数人利用”的私性则被视作古代

藏书楼的本质[１９].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也就成

了变私有、封闭、独享特性为公共、开放与共享特性

的制度进化过程[２０].另一类观点肯定古代藏书楼

的公共性.如韩永进认为古代藏书楼其实具有同当

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开放性,亦有“图书馆”的性

质[２１].刘驰则提出,明清士人“书藏”观中的公共理

念,代表着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２２].有

的学者亦建构起书院藏书具备近代公共性的认

知[２３],虽未套用“公共领域”理论,但其运思逻辑却

具有相似的起点.
然而,明晰可辨的公私划分源自西方经验.中国

的“公”概念内含天道、多数、均、连带等有关共同的含

义,衍生出共同与独私、利他与利己、融他性和谐与排

他性对立等多重结构关系[１６](８６).过去人们并未斟酌

这种结构,在讨论藏书议题时把公与私错解成了模糊

的“全体之公”和“个体之私”,故其批评古代公藏不

“公”便是很自然的事情.晚清以来,学界几乎全盘接

受了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的相关理论,而“重藏轻用”
等说法其实反映我国既没有认真探究藏书楼,也未能

深入了解西方图书馆的历史[２４].
我们需要在藏书楼与人和社会交集的具体历史

情境中,把握古代“公”与“私”边界的紧张感及其张

力.许多今日看似不“公”的现象,在当时恰恰是足

以称道的“公”.因为古人常在具体范畴的共同体中

理解公私问题,可以是天下生民,也可以是针对具体

事务之“公私”展开的阶层性共同体.以明清尊经阁

为例,其开放性因地而异,分别有为广义上的士人、
本地读书人和官学师生开放的情况.但时人仍从

“公”的角度鼓励社会捐赠,并构建“公”藏言论.当

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学校藏书楼就

是介于官府和私人之间的地方性藏阅机构[２５].而

官学藏书的旨趣体现了“群体连带”“利他”等道义之

“公”,只不过这里的“群体连带”具有文化身份的限

制.由于尊经阁实质上是以士人为中心,成为士阶

层之“公”便可谓“公”,即使百姓未受益,也无碍其公

藏之义.可见,古代有关藏书楼“公”的表达不是二

元的全体之公和个体之私的关系,而是在一定范围

内的局部和共同的关系[１７].
由“公私”衍生出的问题既关涉实证研究,又指

向本土理论的提炼.而“政教”和“文教”视域同样值

得注意.与西方注重区分政治和宗教权势的关系不

同,传统“政教观”强调王政和儒家教化体系的相维

合一[２６].“文教”则指广义上的文化教育实践,亦可

指代特定地区的文化设施及其发展水平,兼具实际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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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和象征意涵.两者都是先秦以降中国内部自然

衍生的表述,有助于我们从贯通上下层的视域把握

藏书楼及藏书史研究.
比如,明清藏书楼的发展与朝廷政教和地方文

教的实践紧密相关.“郡县之有官书,辅助政教之一

端也”[２７].官学藏书及尊经阁的建设,便是上承朝

廷的政教布局,下应地方的文教期望.朝廷希望通

过颁书将正统的知识权威传到地方,但是在市场和

地方因素的影响下,中晚明福建、江南等地的官学藏

书呈现出与朝廷规范相分离的趋势.不仅原先被

“勿列学宫”的书籍渗透到官学阵地,而且出现各类

杂书和清人眼中的异端文献[１１](１２０－１３１).«纲目»«春
秋»等阐发“夷夏之辨”的明代藏书,亦不利于清朝正

统的建构.故而清廷势必重整天下官学的藏书秩

序,“使人知国家颁行经史,崇重实学,咸能穷探根

本,而不杂以异端曲说”[２８].在明代,边远的学校得

不到多少颁书,文教水平和距出版中心的远近,仍是

左右学校藏书的重要因素[２５].清廷的政教实践弥

合了上述问题,如西宁、思南府及其辖县等边远学校

所获赐书及其藏书结构,也大体与江南各地一致①.
这说明官学藏书成了清朝规范文教的重要凭借,当
然,这也压抑了学校藏书的多元性.

与此相应,江南三阁则是清廷向南方士人昭示

政教一统的产物,象征着崭新的政治文化丰碑和知

识教化体系的形成.江南士林也以修建藏书楼等行

动响应清廷,如崇明县学获赐钦定经史书籍后乃“重
建尊经阁五楹庋书”[２９].可以说,清帝在制约和导

向着各地学校的藏书结构时,亦刺激着尊经阁等文

教建筑的扩散.时人认为“我朝右文重道,超越前

王,内则有词垣、四库之藏,外则有文宗、文澜之阁,
焕乎炳乎,与三代同风已”[３０].这种对藏书楼体系

的表达带有浓厚的政教色彩,而江南三阁和各地的

尊经阁,上承朝廷盛世之“政”,下启士林观览之

“教”,在此意义上,清廷构建了一个由私到公、政教

相通的藏书楼体系.
以上视点具有重要意义,不论我们的研究是否

与此相关,都有必要以之作为知识底色与核心关怀.

３．２　适当借鉴跨学科的方法:以数字人文的运用和

挑战为例

藏书楼研究还涉及藏书的规模、结构和建筑的

空间分布等问题,适当借助数字人文等方法,有助于

弥补文献的局限,甚至开拓出新的论域.
“数字人文”致力于借助量化方法、数据分析和

人工智能开展人文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多学科汇聚

的学术增长点[３１].藏书史学者较早借鉴了量化方

法,如范凤书曾统计历代藏书家的人数、身份和区域

分布,颇具价值[３２].但以往的量化研究集中于区域

私家藏书,统计对象有限,计量结构单一,与地方史

的结合程度也有待深入.近年有学者融汇区域史的

方法,对明代福建官学藏书楼的增长率、覆盖率和维

护率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藏书规模、修建人员的构

成进行量化统计与可视化呈现,并紧密结合了各地

的历史文化进程[２５].今后藏书楼、藏书史研究与数

字人文的结合更是大有可为,方向如下.
(１)对各级藏书楼和藏书问题的量化分析与整

体归纳.一方面,数字人文能让我们超越个案,将各

层级藏书楼的量化纳入其中,从而能以大数据为基

础,对不同时空下藏书家和藏书楼的结构、分布等问

题进行整体的分析.另一方面,有助于将纷繁的史

料高度归纳,优化统计效率.对一些问题的计量和

构图,还可能使原本未必引人瞩目的史料和现象得

到新的解读.
(２)藏书及藏书楼相关问题的时空分析与可视

化呈现.数字人文为大规模分析藏书楼和藏书家的

时空分布问题提供了条件.如借助 GIS(GeoＧInforＧ
mationSystem)空间分析手段和 LoGaRT(Local
GazetteersResearchTools)等工具,有助于宏观把

握地方藏书楼的发展与明清大一统布局的关系、藏
书楼和藏书家分布的跨区域比较,等等.杨璐嘉便

运用GIS宏观展现了唐宋以降私家藏书楼的时空分

布特征和演变规律[３３].罗宝川则利用 LoGaRT 收

录的４１０种地方志,将检索到的清代官学藏书楼信

息输出至LGmap(中国历史交互式地图),生成“全
国”官学藏书楼的分布图像[３４].该文的数据缺陷较

大,但昭示了呈现藏书楼分布全景的可能.
(３)问题的结构化.数字人文方法可以将藏书

家的信息、藏书楼的分布、书籍的规模和结构、修建

人员和经费问题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要素进行纵

横交错的关联,帮助我们从不同层次的联系中找到

观察藏书楼史的新途.有学者借此发现福建尊经阁

８８

开展“活”的“藏书楼”研究/孙岩

MovingTowards“Living”LibraryHistoryResearch/SunYan

① 参见:道光思南府续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４６册．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６:１７１－１７２．



2023

年
第5

期

经费结构和书籍秩序的变动与晚明社会变迁的关

系[１１](１２０－１５０).倘若这类议题不借助量化分析,则无

法提供文献之外的佐证,也难以将问题“结构化”.
而数字人文既可激活上述议题,更提供了一种优化

史料及其呈现方式的路径.
(４)社会网络分析.不同藏书家形成的社交关

系,学校尊经阁和寺庙藏经阁事宜背后的文化网络,
恰恰是藏书楼“附加”意义形成的关键.徐雁平曾依

据黄丕烈等人的文献,梳理吴中藏书家与百名文士

的书籍交流网络[３５].如果能结合中国历代人物传

记资料库(CBDB)等数字工具,则可更清晰地呈现藏

书家的核心交际圈及其逐层扩散的社会网络.借

CBDB形成关系图[３６],还可助力我们追踪某些隐性

关系在藏书活动中的作用.又如,尊经阁的修建是

一项社会活动,从其倡修、集资、募工、督理到落成仪

式的举行,都牵动着地方社会.各地官绅在修阁后

常常会利用关系邀人作“记”,以增加自身的社会影

响.而“阁记”的书写与尊经阁内外的文教活动,亦
牵涉社会网络问题,同样可以借助数字人文来考察.

不过,作为一种探索,数字人文与藏书楼及藏书

史的结合仍深具挑战.一方面是数据的开放性不

足,通常每个藏书家或藏书楼的相关信息都需由研

究者自行考订,很难全面公开.或可先行推出有关

藏书家名号、籍贯、年代等基础信息库,在征询学人

意见的基础上,将后续已公开发表的内容扩充入库.
部分考订数据的成果应允许发表,形成数据建设与

开放的回馈机制.另一方面,数据基础不牢靠,或计

量不科学,均可能造成舛误.前述罗宝川检索了

LoGaRT收录的地方志,但总数较少且地域分布不

均,即便各地至少都有一部方志得到统计,结果也离

准确甚远.因为一部方志仅能提供官学藏书楼在方

志成书前的某些片段,必须详考各府县不同时期方

志中的“学校志”“艺文志”“名宦志”等内容,方能将

信息间的差异化碎为整,以碎立通.在一些“修学

记”中,尊经阁的信息常被简化成“阁”来描述,这些

都需要研究者进行严谨的考订.同时,若过分依赖

数字工具而未顾及史料内在的背景、关联和话语机

制,那么数据的堆砌既可能淹没信息,也可能导致研

究的僵化,消磨“人文”的灵性,故而应当在定量与定

性、数字与人文之间寻求平衡.
综上,把握传统核心概念,同时内化运用数字人

文等现代方法,不仅可以开拓藏书楼研究的新途,而

且能在建立本土话语的基础上,真正与西方学界展

开对话.

４　如何开展“活”的藏书楼研究

“活”的制度史具有启发意义[３７],不论是延续旧

路,还是借助新的方法,都应该让藏书楼研究“鲜活”
起来.尤其需要突破以往藏书史的文本阐释框架,
将单一的藏书问题“还原”到鲜活的历史场景,呈现

出藏书楼及藏书现象背后广泛的政治、社会活动与

观念意识,动态而多维地解析相关问题.

４．１　重审有关各级藏书楼的相关假设

其实藏书楼如同土地、陶瓷、书籍、人类一样,有
着它们自身的历史,可供揭示藏书内容之外的大量

史实.可延伸的路径是将关注点从简述各类藏书楼

的差异和从区分藏书内容及其价值之间的差异跳脱

出来.比如,以往对四大藏书体系(官府、私家、书
院、寺观)的划分是一种横向归类,直接圈定了不同

藏书系统的问题范围,今后应融入前述藏书楼的纵

向结构及其多层互动的讨论.同时,如果我们能将

不同藏书楼生命周期中的所有环节(如修建、命名、
藏书、管理等)及其各类要素都纳入思考,那么诸如

尊经阁和藏经阁等藏书楼,就不应只被视作藏书建

筑,它们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牵涉地方利益和

社会关系的建设活动,一种表达观念和诉求文化权

力的介质,等等.由此,我们便可从单一的藏书维度

延展到其他层面的问题.

４．２　把握各级藏书楼与“大历史”的关联

所谓“大历史”,包括那些能在全局上影响社会

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具体如改朝换代的历史、
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

历史等[３８].过去的藏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多是将

“大历史”作为背景介绍,笼统而不深入,少有研究真

正融汇某一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内容考察相关

议题.那么,如何将藏书楼关联“大历史”? 以尊经

阁为例,这类藏书楼广泛分布于地方社会,以之切

入,便可触及明以降社会的诸多问题.它可以被当

作一种文化逻辑的表现来审思,以考察国家权力、意
识形态的延伸,以及科举制度、文教政策及区域文化

的影响,关涉朝廷的正统塑造、央地关系、地方经费、
书籍秩序等问题.可以反思不同地区尊经阁的建

设,反映了怎样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 其藏书结

构如何受各时期政治权力、出版市场和学术风气的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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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它与朝廷的政教布局及跨地区的文化融合之

间有何关联? 诸如此类问题,不仅能通过藏书楼的

历史进行讲述,而且能从该角度获得新知,甚至修正

过往的一些认识.

４．３　把握藏书楼背后人的社会活动与思想观念

有“人”才有“活”的历史.尊经阁、藏经阁等藏

书楼往往成为各方关系联结与互动的媒介,从人的

社会活动而言,应把所有参与尊经阁提议、建设、藏
书、仪式、管理和话语建构的人都网罗进同一段历

史,包括地方官、教官、生员、文人、学者、乡绅、商人

乃至普通民众.在某一尊经阁的生命史及其历史记

忆的诠释中,他们各有其位,相互互动并发挥作用.
可反思尊经阁等藏书楼的发展体现了时人怎样的精

神诉求? 这些诉求如何贯穿其建设始末? 人们又如

何通过尊经阁构建一套服务于权威的话语体系? 从

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尊经阁背后关涉明清士人的

知识崇拜与经学权威的变动,显然与私家藏书楼和

承载功德观念的寺庙藏经阁不同.从更宏观的层面

而言,尊经阁在许多地区连接了国家正统、地方文化

和 士 人 的 知 识 权 威,成 为 了 文 化 的 象 征 性 符

号[１１](１８６).象征,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普遍但又未被

充分重视和理解的文化现象之一[３９].以往对藏书

楼的研究同样忽视了此点.尽管实用功能是许多藏

书建筑存在的前提,但如果止步于对“实用”的理解,
不仅会简化尊经阁等藏书楼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内

涵,而且容易使研究流于表面和刻板.明清尊经阁

得以被广泛建立,正因其顺应了人们对藏阅空间的

需求,同时又符合国家意志和地方精英互动的模式.
藏阅、学术、科举、权力乃至更广泛的交流形式和文

化实践都在尊经阁相关的活动中交织,并从中获得

某种调和与统一.可见,藏书楼本身是“冰冷”的建

筑,但其背后鲜活的社会活动,赋予了它复杂的

样貌.

４．４　挖掘藏书楼的多维度面相,架构多学科对话的

桥梁

藏书楼关涉的内容本就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研究

的平台.从史学的角度,藏书楼代表的是历史环境

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考察各类藏书楼内在

的历史(如建制、名称和藏书结构的流变等),以及它

们与外在“大历史”的互动,自是应有之义;从图书馆

学的角度,可以探讨各类藏书楼中图书的管理、保
护、开放等问题与近现代图书馆的延续或断裂所在;

从空间和景观的层面探讨藏书楼,则可借鉴人文地

理的研究;从教育学的角度,尊经阁的发展是明清学

校教育资源完备,设施趋于健全的体现,据此可分析

地方文教资源的分配、发展与科举成就的关系;此
外,各层级藏书楼都有相应的建筑形制和地域特色,
如果能在其环境营造、仪式开展和象征建构等方面

吸收建筑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则有助于理解藏

书楼背后深层的意涵.葛兆光认为“一旦教育史、技
术史、建筑史、文献学史等等知识领域的问题都成了

思想史解释的资源时,思想史已经开始了重写”[４０].
藏书楼研究显然也可以在图书馆史、文化史、教育史

乃至建筑史等角度,成为我们理解古代思想和社会

文化的一个媒介.充分考虑上述因素,才能在看似

难以深入的藏书楼研究中找到突破口.
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多元文明的激荡之下,如

何解释中国文明的独特性,正日益驱动着学界向内

关注各自学科的历史,并从中寻求答案.藏书史和

藏书楼研究的终极意义并非藏书及其建筑本身,而
在于应结合传统史学议题和当代的学术思潮,从藏

书楼多元而鲜活的历史中认识中华文明传承的深层

逻辑.同时,为书籍社会史的本土化路径探索,以及

中国图书馆学自主话语和特色图书馆体系的建立,
提供些许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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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searchonthehistoryofbookcollectionsinChinahasaccumulatedforahundred
years,whichhasnotonlymadealotofachievements,butalsohadmanyproblems,soasitistimetoreＧ
viewsomeconceptsandmethods．Thispaperfirstlyrevealsthebidirectionalconstructionprocessofthe
termsof“CangshuLou”(thepavilionofcollectingbooksinancientChina)and“library”inmodernChina,

thenclarifiedthemeaningandhierarchyofformerterm．Secondly,itreflectsonthelimitationsoftheexistＧ
ingresearchonlibraryhistoryandbookcollectionhistory．Itissuggestedthatthecoreissuesintraditional
politicalhistoryandculturalhistorysuchas“publicandprivate”,“politicsandeducation”,aswellasthe
methodsofdigitalhumanities,shouldbecombinedtoexpandtheresearchhorizonandpresentationmethＧ
ods．Intheend,itaimstomakethestudyoflibraryhistory“alive”,soastounderstandthepoliticaland
culturalbackgroundoftheinheritanceofChinesecivilization,aswellasitsvalueor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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